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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实物期权模型研究

——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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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土地转换不可逆的假设，将生态保护区土地最优开发决策问题转

化为一个实物期权理论框架下的最优随机控制模型，并将开发速度内生化，同时引入单位面积生态效益变量，

运用动态规划原理建立了相应的贝尔曼方程，推导了方程的适当边界条件，并采用有限差分法数值求解关键方

程，最后基于三江源地区的数据对土地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动态最优路径展开数值求解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

能确定土地开发过程中的最优转换状态以及不同情形下的开发决策：1）土地期权价值与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并非

线性关系，土地开发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转换状态；2）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将加速土地转换进程，且土地最优

转换状态中农业生产用地面积增加；3）生态系统自身的保护效益弹性变大，将减缓土地转换进程；4）生态价

值不确定性变大，将加速土地转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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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option model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 A case study of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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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uncertainty in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assumption of irrevers⁃
ibility of land conversion，the decision-making problem of land development is ransformed into an opti⁃
mal stochastic control mode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al option theory，while allowing for a feedback be⁃
tween conversion decisions and the conservation benefits. A new variable‘ecological value per unit ar⁃
ea’is introduced to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Bellman equation using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program⁃
ming. The appropriat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equations derived；and th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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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solve the key equation numerically. The dynamic optimal path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
cal protection is discussed numerically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option value and the propor⁃
tion of the ecological land area，which leads to an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
ment；（2）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benefits wi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land conversion，and the ar⁃
ea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nd will increase in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of land；（3）the increasing
elasticity of ecosystem protection benefits will slow down the land conversion process；（4）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ecological value will accelerate the land conversion process.
Key words：land development decisions；ecological protection；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real option
model；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三江源”是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在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中担负着

重要责任，同时也是我国江河中下游生态环境保

障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证［1］，因此三江

源地区生态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三江

源地区又是我国的贫困地区，若只考虑保护而不

谈发展，靠回到贫穷来解决生态问题，显然并非

明智的选择，因此三江源地区的发展需兼顾生态

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寻找开发与保护之间

的最优决策，这实际上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资源丰

富地区开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针对三江源地区“开发”与“保护”的协调

问题，学者们一方面是基于生态的角度开展研究，

如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措施、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生态功能研究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问题等［2-4］，

另一方面是从生态保护工程角度开展评估研究，

如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生态成效评估、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

学研究、公路网规划中的生态冲突与协调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等［1，5-7］。事实上，“开发”

与“保护”的协调本质上是生态保护用地的开发

决策问题，学者们结合各地实际对土地开发问题

也展开了大量的讨论，相关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

考察生态用地的历史演变规律，总结自然、经济、

社会等因素对生态保护用地的影响，例如运用景

观指数、信息熵等方法分析生态保护用地的时空

演变规律，从而利用基于历史数据的模拟结果来

预测未来用地变化等等［8-10］。沿袭这一思路，许茜

等详细分析了 1980~2015年间三江源土地利用变化

特征、规律及影响因素，发现从土地利用变化来

看，三江源地区建设用地增加最快，开发程度也

最大［11］。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聚焦于转换规则，即

通过建立CA模型［12-14］、CLUE-S模型［15］以及复合

模型［16］等等来模拟土地利用变化，这其中虽然没

有直接对三江源地区的分析，但也为相关研究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然而可以看到，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于转换规

则“是怎样”的，对于三江源地区等生态用地的

保护问题而言，转换规则“怎样是最优的”才是

更重要的。近年来，国外有学者提出引入实物期

权概念来考察“最优转换规则”问题，以确定如

何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用地和生态保护用地。Bulte等［17］

提出当未来森林保护的非利用效益不确定且不断

增加时，可采用随机动态规划方法研究原始森林

最优保留量，并提出保留原始森林的准期权价值

可被列为自然资本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Leroux等［18］

基于这一思路，以灭绝债务生态机制为例来解决

土地不可逆地从保护区转换为生产区的最优转换

规则问题，并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求解。总体来看，

现有研究多与上述思路一致，模型的重点在于考

虑开发决策的不可逆性以及收益的不确定性，然

而，传统的分析多采用两期模型［19-20］，此时的转

换规则与不确定条件下信息的预期效益有关［21］，

同时假定土地开发速度为外生变量，尽管后续研

究将其拓展为连续时间模型［17，22-25］，但依然沿袭

了这一设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18］。毫无疑问，

生态保护区土地开发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2-3］，

从而带来生态效益的不确定性，并反过来影响土

地开发决策，换言之，土地开发速度应为内生

变量。

因此，基于现有研究，本文将构建一个生态

资源保护区土地开发的连续时间实物期权模型，

该模型重点考虑以下问题：首先，模型将比较开

发生态保护用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价值损

失，据此来决定不同用途的土地的分配比例，其

中生态保护收益为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扩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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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开发生态保护用地这一过程的不可逆性

作为模型的基本假定条件；第三，重点考察开发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开发决策的影响，并纳入土

地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反馈机制，将土地开发

速度设定为内生变量；最后，本文将生态价值变

量拓展为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此时最优转换状态

不再是在土地开发的起点或终点取得，而是存在

一个中间均衡，从而得到的土地开发决策更符合

现实。本文将结合动态规划原理以及随机控制理

论，运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偏微分方程，最终以三

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用地开发的最优转换决策研究

为案例，给出其最优转换状态的数值分析结果以

及不同参数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分析。

1 生态保护用地开发决策模型

考虑一块固定面积的土地，将之单位化为 1。
该土地可作为农业生产用地 （为方便计，假定生

态保护区开发后的用途为农业用地，事实上，这

一设定不影响本文的分析与结论） 或是作为生态

保护区，且生态保护区可开发为农业生产用地。

设 t时刻，农业生产用地和生态保护区面积分别为

At 和 Rt ，可得 At + Rt = 1，可得土地转换速度为

vt = dAtdt = -
dRt

dt ， 0 ≤ vt ≤ v̄， （1）
其中下界 vt = 0 意味着维持现状不变；上界 vt = v̄
代表在现有技术下，将生态保护区开垦为农业用

地的最快速度。从土地开发决策者角度来看，土

地转换速度即为土地开发速度：要想获取经济效

益，需要加速开发；而要保护生态环境，则要尽

量推迟开发甚至不开发，因此决策者需要综合考

虑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确定最优开发速

度，即最优转换速度。这里，仅考虑土地开发决

策，即假定了从生态保护区向农业用地转换不可

逆，vt ≥ 0。未来将进一步考虑从农业用地向生态

保护区的逆转换决策 （如退牧还草、退耕还林

（草）、人工造林等）。

对于决策者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任意 t 时
刻，如何确定最优开发速度 vt *。根据一般文献，

假定决策者的效用函数 π 包含了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以及开发成本，并具有如下形式

π(Bt，Rt，vt ) = ϕ
1 - γ (1 - Rt )1 - γ + Bt - kvt ，（2）

其中第 1项代表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参数 ϕ > 0
表示单位面积固定收益率，而 0 < γ < 1为效用函

数的固定弹性系数，表明农业用地边际效益递减，

并且弹性系数值越大，边际效益递减越慢。第 2项
Bt代表土地保护的生态效益，即生态保护区的收

益，并假设其与生态保护区的面积成正比。第 3
项 kvt 代表土地开发成本，如劳动力投入、设备使

用等成本，其中 k为边际开发成本。

根据文献，通常假定生态保护区的收益 Bt可

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Bt = CtRm
t Et ， （3）

其中 C tRm
t 代表物种丰富度，即 t 时刻单位面积生

态保护区内的物种数量，Ct为生态系统中特定物种

密度，Rt为生态保护区面积， m 为保护效益弹性

系数，Et为单位物种的经济价值。这一设定隐含的

假设是生态保护区面积越大、区内物种越丰富，

其生态收益越大。此外， m 的大小取决于生态保

护区的形式，m越大意味着生态系统越复杂，例如

相同面积下，林地的 m 会大于草原，热带雨林会

大于温带林大于寒带。

传统的研究往往将土地开发速度设为外生变

量，仅考虑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不确定性带来的

开发决策最优化问题。事实上，假设物种密度 Ct

的信息是可获得的，并且物种密度的波动性取决

于开发速度：开发越快，土地消失越快，物种密

度的波动性越大，那么土地开发速度应为内生变

量，当继续开发（vt = v̄）与停止开发（vt = 0）时

的土地总价值相等时，达到土地开发的最优停

止点。

具体地，生态保护区收益中，保护效益弹性

系数 m 是确定的，而物种密度 Ct的测量存在一定

误差，并且误差程度取决于通过对物种密度的采

样信息来获取 Ct的时间量Nt，进而 Ct的不确定性

由以下随机过程给出，即

dC
C
= σC

Nt

dWC， （4）
其中σC为生态系统物种密度波动率，WC是维纳过

程，dWC ∼ N (0，dt )，Nt 可表示为

Nt = Rt

vt
. （5）

一般地，假设单位物种的经济价值 Et服从随

机过程
dE
E
= αdt + σEdWE ， （6）

其中 α 为物种价值增长率，σE为物种价值波动率；

WE为维纳过程，dWE ∼ N (0，dt ) 且与 dWC相互独

立。通常情况下，假定价格服从带漂移项的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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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即生态价值是增长的，但存在波动。

根据式 （5），如果 vt = 0，那么 Nt®¥，Ct为

常数，σC = 0，这意味着，如果永远不将生态保护

区开垦为农业用地，那么将有无限多的时间来研

究这块土地的生物总数，从而生态多样性不存在

不确定性，生态保护区价值的波动完全来源于其

经济价值的波动。

如果 vt = v̄，那么Nt = Rt v̄，此时Ct的波动最

大。这意味着，如果以最快的速度来开垦生态保

护区，那么用来了解这块土地生物多样性的时间

就最少，因此生态多样性的不确定性最高，生态

保护区价值的波动是其生态多样性的不确定性和

其经济价值的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运用 Ito引理，结合前述公式可得到

dB
B
= (α - mvtRt

)dt + (σ2
E + σ

2
C vt
Rt

)
1 2
dz， （7）

其中 dz ∼ N (0，dt )，具体证明过程略。

不难想象，土地开发决策是选取一个最优转

换速度以达到以下目标

F (B，R) = max
v
E ∫0∞ e-ρtπ ( )Bt，Rt，vt dt， （8）

其中 F (B，R)为本文的目标方程，ρ为贴现率，一

般选择市场无风险利率。

根据Dixit等［26］提出的随机动态规划的一般定

理，可以得到贝尔曼方程（Bellmen equation），或

称最优化基本方程 （fundamental equation of opti⁃
mality）

ρF (B，R) = max
v {π (B，R，v) + 1dt E[ dF ]}. （9）

由 Ito引理展开并整理得

max
v {12 (σ2

E + σ
2
C v
R
)B2FBB + (α - mvR )BFB

-vFR - ρF }+é
ë
êê

ù

û
ú

ϕ
1- γ (1 - R )1- γ + B - kv = 0，

B > 0， 0 < R < 1.

（10）

记最优转换速度为 v*，并代入式（10）得到偏

微分方程

1
2 (σ2

E + σ
2
C v*

R )B2FBB + (α - mv*R )BFB - v*FR

-ρF +[ ϕ
1 - γ (1 - R )1 - γ + B - kv* ] = 0，

B > 0， 0 < R < 1. （11）
方程 （11） 为模型的关键方程，后文中数值

求解过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基于该方程求解目标方

程 F (B，R)。

2 边界条件及模型的解

Majd & Pindyck［27］ 指 出 ， 由 于 π ( )BRv ，

1
dt E[ dF ]与 v 呈线性关系，故 v的最优解为一个

“bang-bang”解，即

v* = {0v̄ . （12）
故根据 v*的形式，F (B，R)的解也分为两部分。

其中，在 v* = 0的区域，此时剩余的土地停止向农

业生产用地转换，在 v* = v̄的区域，此时土地以最

大转换速度向农业生产用地转换。这里为了表达

方便，记 f和 F分别对应于 v* = 0和 v* = v̄时的解，

即分别对应方程
1
2 σ2

EB2 fBB + αBfB - ρf + ϕ
1- γ ( )1-R 1- γ +B= 0，（13）

1
2 (σ2

E + σ
2
C v̄
R )B2FBB + (α - mv̄R )BFB - v̄FR

-ρF + é
ë
ê

ù

û
ú

ϕ
1 - γ ( )1 - R 1 - γ + B - kv̄ = 0. （14）

为了固定 v的解，即确定当前决策是应该停止

开发还是继续开发，需要更多的条件。

2. 1 终止边界条件

终止边界条件发生在 A (t) = 1的时候，此时全

部土地都转换为农业生产用地，即 R (t) = 0。此

时，在终止边界上，有FB = FBB = 0，但此时方程

中包含了FB /R和FBB /R这两个奇异项。

对于这两项，由洛必达法则可得

lim
R → 0

FB

R
= lim

R → 0
∂FB /∂R
∂R/∂R = lim

R → 0 FBR = 0，
lim
R → 0

FBB

R
= lim

R → 0
∂FBB /∂R
∂R/∂R = lim

R → 0 FBBR = 0.
（15）

当 R (t) = 0，此时的生态价值 B (t) = 0，且由

于没有土地可以转换，对应于 v* = 0，得到的终止

边界条件为

F (B = 0，R = 0) = ϕ ( )ρ ( )1 - γ . （16）
2. 2 下边界条件

根据Majd和Pindyck［27］的定义，FB (B，R)存在

下边界。当生态价值 B → 0时，土地不再拥有生

态价值。因此，最终状态一定是土地完全转换为

农业用地，但是这种转换不是瞬间完成的，需要

经过时间 R/v̄来完成，而且在这段时间里，B的预

期增长率为 ρ - δ ，其中 δ = ρ - (α - mv̄/R)。因

此，对于非常小的B，B的一单位价值增量所导致

的F (B，R)的增量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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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B → 0+ FB (B，R) = ∫

0

R/ -v
δexp ( )( )ρ - δ t - ρt dt

= 1 - exp ( )-δR
v̄

， δ = ρ - ( )α - mv̄
R
. （17）

上述条件体现了如下性质
|
|
|lim

B → 0+ FB
R = 0

= 0， |
|
|lim

B → 0+ FB
R = 1

∈ (0，1) . （18）
2. 3 自由边界

直觉表明，对每一个R存在一个临界值B*，在

B*的一端“继续开发（v* = v̄）”是最优的；另一

端“停止开发（v* = 0）”是最优的。显然，对于

较大的 B，“停止开发”相对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对此，临界值 B*可作为 R的函数，而 B*的图像所

构成的曲线称之为“自由边界”。在自由边界上

方，“停止开发”为最优选择；在自由边界下方，

“继续开发”是最优选择；而在自由边界上，Majd
& Pindyck［27］指出，具有“价值匹配”和“高阶联

系”两个条件，分别对应与如下等式

F (B*，R) = f (B*，R)， FB (B*，R) = fB (B*，R)， （19）
其中B* (t)也是未知的，可根据自由边界（19）求解。

且由自由边界条件（19）和方程（13）~（14）得到 v*的
区域解为

v* =
ì

í

î

ïï
ïï

0， FR > σ
2
C

2R B2FBB - mR BFB - k，
v̄， FR ≤ σ

2
C

2R B2FBB - mR BFB - k .
（20）

可以看出，当边际经济效益小于生态价值损

失时，v* = v̄，当边际经济效益大于生态价值损失

时，v* = 0.
经过数值求解，基于方程（11）和自由边界上

的两个条件（19），可得到自由边界（见图1）。

由图 1可以确定任意状况下最优开发策略：在

自由边界上方，生态价值较高，而生态保护区面

积低于边界值，显然应该“停止开发”；在自由边

界下方，给定生态价值，生态保护区面积高于边

界值，那么可以“继续开发”以达到更优状态。

2. 4 模型的解

这里，考虑对“v* = 0”区域和“v* = v̄ ”区

域分别求解。

在“v* = 0”停止开发区域，此时对应方程

（13）为一个非齐次常微分方程，拥有解析解。整

理得到最终的完整解为

f (B，R) = Z1 (R)Bβ1 + ϕ ( )1 - R 1 - γ

ρ ( )1 - γ + B
ρ - α ，（21）

其中 Z1 (R)为代求函数，可由“高阶联系”条件确

定。β1和β2为方程（22）的两个根，即

1
2 σ2

E β (β - 1) + αβ - ρ = 0 . （22）
在“v* = v̄”继续开发区域，由于方程 （14）

目前得不到解析解，这里可以用有限差分法来求

解方程的数值解，具体证明过程略。

3 模型的改进

对上述模型进行数值求解后，发现效用函数

的最优值只可能在 R = 0 和 R = 1 两点达到（具体

证明过程略）。也就是说，要么完全不开发生态保

护区，要么就一次性将所有生态保护区完全转换

为生产性用地；而这一情况显然与现实不符。

因此，本文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引入新的变

量 生 态 保 护 区 收 益 与 生 态 保 护 区 面 积 之 比

Y = B/R。由于在数值求解上述问题时， f的解中

Z (R)随R的变化而变化，且在自由边界上 f与F的

有限差分递推公式都是非线性的，这使得数值解

的计算在效率和稳定性上都比较差，因此对于改

进后的模型，本文引入新的数值求解方式。

3. 1 改进后的土地最优决策模型

将生态保护区的面积改写为如下形式

Rr；v
t = r - ∫

0

t

vs ds， （23）
其中 r为生态保护区的初始面积，有 0 < r < 1，生

态保护区的收益 B (t)变为

Bb，r；v
t = b + ∫

0

t (α - mvs
Rr；v
s
)Bb，r；v

s ds +

∫
0

t

σ2E + σ
2
C vs
Rr；v
s

Bb，r；v
s dZs ， （24）

其中 b 为生态价值的初始状态，Zs 是维纳过程，

图1 生态价值B关于生态保护区面积R的自由边界曲线

Fig. 1 The free boundary of ecological value B with
respect to the area of ecological reserv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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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s ∼ N (0，dt )。
定义 Y b，r；v = Bb，r；v /Rr；v，记 y 为单位面积生态

价值的初始状态，这样一来Y b，r；v满足

Y b，r；v
t = y + ∫

0

t (α - ( )m - 1 vs
Rr；v
s

)Y b，r；v
s ds

+∫
0

t

σ2E + σ
2
c vs
Rr；v
s

Y b，r；v
s dZ， （25）

相应地，目标方程为

F (y，r)= max
v
E{∫0

∞
exp(-ρt ) é

ë
ê
ϕ
1- γ (1-Rr；v

t ) 1- γ

+Rr；v
t Y b，r；v

t - kvtù
û
ú dt}， （26）

进而得到相应的关键方程

1
2 (σ2

E + σ
2
C v*

r ) y2Fyy + (α - mv*r ) yFy - v*Fr

-ρF +[ ϕ
1- γ (1 - r )1- γ + y - kv* ] = 0，

y > 0， 0 < r < 1. （27）
3. 2 相关边界条件

3. 2. 1 终止条件和下边界条件 由于在 y = 0处，

偏微分方程会退化，所以没有必要讨论在 y = 0处
的 边 界 值 。 由 于 在 后 文 中 会 证 明 F (y，r) ≤
ϕ/ ( )ρ ( )1 - γ ，所以也没有必要讨论讨论 F (y，r)在
y → ∞的边界值。

因此仅需考虑F (y，r) 在 r = 0处的边界值。由

于方程在 r = 0 处没有意义，这里考虑通过计算

r → 0 时 F (y，r) 的极限值来逼近 F (y，0)。
步骤一：：极限下界

固定 v ≡ 0，可得 ρ > α，
F (y，r) ≥ E{∫0

∞ ϕe-ρt
1 - γ (1 - Rr；0

t ) 1 - γdt}
= ϕ
ρ ( )1 - γ (1 - r) 1 - γ . （28）

令 r → 0+ ，可得

lim inf
r → 0+ F (y，r) ≥

ϕ
ρ ( )1 - γ . （29）

步骤二：极限上界

考虑构建新的最优控制问题，记 v͂ = v/R，状

态方程为

~Y b，r；v͂
t = y + ∫

0

t

[α - (m - 1)~vs ]~Y b，r；v͂
s ds

+∫
0

t

σ2
E + σ2

C
~vs
~Y b，r；v͂

s dZ . （30）
得到相应的目标方程

F͂ (y)= max
v͂
E{∫0

∞
exp(-ρt ) ( ϕ

1- γ +Rr；v͂
~Y b，r；v͂)dt} .（31）

显然，当 y > 0，r > 0时，有 F (y，r) ≤ F͂ (y)成
立。记

Bb，r；v͂
t = exp( -αt )Rr；v͂~Y b，r；v͂ . （32）

整理得

F (y，r) ≤ F͂ (y) ≤ max
v͂
E{∫0

∞
e-ρt ( ϕ

1 - γ
+eαtBb，r；v͂

t )dt} ≤ ϕ
ρ ( )1 - γ + yr

ρ - α . （33）
令 r → 0+，可得

lim sup
r → 0+

F (y，r) ≤ ϕ
ρ ( )1 - γ . （34）

综上可得

F (y，0) = ϕ
ρ ( )1 - γ . （35）

3. 2. 2 自由边界 同理，也存在一个自由边界

Y *，在自由边界 Y *上方，“停止开发”为最优选

择；在自由边界下方，“继续开发”是最优选择。

参考原自由边界条件(19)，同样在自由边界上具有

“价值匹配”和“高阶联系”两个条件，对应为

F (y*，r) = f (y*，r)，Fy (y*，r) = fy (y*，r) . （36）
由于 v*的区域解（20）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ì

í

î

ïï
ïï

v* = v̄， Fr ≤ σ
2
C

2r y2Fyy - mr yFy - k，
v* = 0， Fr > σ

2
C

2r y2Fyy - mr yFy - k.
（37）

为了统一求解“停止开发”与“继续开发”区域

的解，这里可以把得到的PDE方程表示为

- 12 (σ2
Er + σ2

C ζ
-v) y2Fyy - (αr - (m - 1) ζv̄) yFy

+ζv̄rFr + ρrF = ϕ
1- γ ( )1- r 1- γ + yr2 - kζv̄r， （38）

其中 ζ = é
ë
êê(σ2

C

2r y2Fyy - m - 1r yFy - Fr - k) > 0ùûúú.
最终加上边界条件，可得待解决的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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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 12 ( )σ2
Er + σ2

C ζv̄ y2Fyy - ( )αr - ( )m - 1 ζv̄ yFy

+ζv̄rFr + ρrF = ϕr
1 - γ ( )1 - r 1 - γ + yr2 - kζv̄r，

0 < r < 1， y > 0， F ( )y，0 = ϕ
ρ ( )1 - γ ，

ζ =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2

C

2r y2Fyy - m - 1r yFy - Fr - k > 0 .

（39）

在求解新的问题时，参考了 Kushner和 Du⁃
puis［28］的做法，具体求解过程略。

4 三江源地区案例分析

三江源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其

开发过程经历了从开发到修复的阶段，自 2005年
开始，国家在青海三江源地区连续实施生态保护

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先后投资 75亿和 160亿
人民币保护和修复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维持三

江源作为“中华水塔”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那

么，从理论上来看，在不考虑土地开发过程可逆

的情况下，当前的决策应是什么？一是可根据当

前状态与自由边界曲线的关系，来判断最优决策

是否要停止开发，二是可根据当前状态与最优转

换状态之间的关系，判断此时生态保护区是否仍

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从而为进一步论证继续应推

进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反

思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开发建设工作，开发初期的

最优决策是什么？未来其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

应如何决策？这些决策受哪些因素的何种影响？

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4. 1 参数选取

考虑三江源地区的最优土地价值，首先涉及

到参数的设定。根据邵全琴等［1］建立的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生态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生态

价值的测算可以参考其提出的相关指标。其构建

了生态系统质量的衡量指标，包括植被状况和植

物物种多样性等。其中植被状况包含指标植被生

物量、植被覆盖度(Fc)、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
植被状况变化指数(VCCI)，植物物种多样性包括指

标物种丰富度、物种重要值(P)、多样性指数(H)、
均匀度指数(J)。
4. 1. 1 土地规模和单位 t 时刻生态保护区面积

R t 可由“植被状况”的“植被覆盖度 （Fc） ”表

示，也可选取“生态系统分类面积”。根据文献，

2015年三江源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林地和水域

为主，分别占总面积的 71. 20%、4. 28%、5. 47%。

由此，生态保护区面积可选用草地与林地之和，

由于三江源地区总面积为 30. 25万 km2，故生态保

护区面积为 30. 25万 km2×75%=22. 687 5万 km2，在

模型中单位化为L=1。
4. 1. 2 经济效益 γ为弹性系数，体现了农业边

际收益效用递减， ϕ 为最佳单位土地回报率

（= 农田最高产的收益 × 初始生态用地面积1 - γ）） 。

由于农业经济效益回报率及弹性系数与土地开发

后的具体用途相关，因此，往往通过数值模拟来

考察不同用途下产生的影响。由于弹性系数γ主要

是体现农业收益效用递减，故本文参考 Leroux
等［18］将γ设定为0. 887。

此外，可根据
青海GDP

青海总面积
× 三江源总面积

得 到 农 业 收 益 AGDP， 计 算 ϕ = AGDP ×
初始生态用地面积 (1 - γ ) = 17.10百亿元/km2。
4. 1. 3 生态价值 物种的生态价值(B )可用“植物

物种多样性”中的“多样性指标(H)”来表示。

1）物种密度波动率 (σC )：由于

dC
C

=
σC

Nt

dWc ，

Ct代表生态系统中所选取的特定物种密度，可用

“植物物种多样性”中“均匀度指数(J)”表示，误

差的程度取决于通过对物种密度的采样信息来获

取Ct的时间量Nt，可识别得到 σC。

2） 物种价值增长率 α及物种价值波动率 σE：

由于
dE
E
= αdt + σEdWE，

其中，单位物种价值 （E） 可用“植物物种多样

性”中的“物种重要性（P）”表示，并识别得到

α和 σE。

3）保护效益弹性系数(m)：由于

物种丰富度 = CRm，
其中“植物物种多样性”中有指标“物种丰富

度”，故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m。

由于本文未得到三江源地区的详细实际数据，

因此设定生态价值相关参数如表1。
4. 1. 4 市场决策 贴现率 ( ρ )：市场的无风险利率，

通常采用国债利率，本文根据一年期国债利率将 ρ

设定为0. 02。
边际转换成本 (k )：转换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

投入、设备使用等成本，为简便计算，本文设定

k 为 0，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不同情形下对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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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最高转换速度 ( v̄ )：可以选取为研究数据集中

的最高转换速度。由于资料显示，2005~2015年青

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共完成退

牧还草 5. 65万 km2，这里可以考虑设定 v̄为 0. 025，
相当于每年最多转换约为0. 53万km2。

由于无法连续求解，为考虑在不同的开发比

例下的最优决策，模型求解时将步长土地增量 ∆r
和生物价值增量Δb分别设置为0. 001 0和0. 012 0。

综上可得参数设定为表 1，并根据上述参数，

得到自由边界曲线为图2。
由图 2可以基于当前生态保护区面积及单位面

积生态价值判断最优开发决策：在自由边界上方，

给定单位面积生态价值，生态保护区面积低于边

界，因而应“停止开发”；在自由边界下方，给定

单位面积生态价值，生态保护区面积高于边界，

因而可“继续开发”，以达到最优转换状态。

对于已经开发的生态保护区，基于方程

（38），本文考察了土地总价值 F 受单位面积生态

价值 Y和生态保护区面积 R 的影响，如图 3所示，

可以看出，这一影响并非线性的。表 2进一步展示

了土地总价值的变化情况。

具体地，表 2计算了不同单位面积生态价值和

生态保护区面积比例下的土地价值，其中加粗的

数值表示对固定的Y值，随着生态保护区面积R的

减小，土地价值 F由变大到变小的转折点。可以

看出，对一些Y值来说，土地价值 F不随R单调递

增或递减，也就意味着最大的F值并不一定在R =

表1 三江源案例参数表

Table 1 Input parameters values of the case study
项 目

土地规模和单位

农业经济效益

动态生态价值

市场决策

参数

L

△r
ϕ

γ

m

α

σE

σC

△b
ρ

k

v̄

指 标

总用地面积

土地增量

最佳单位土地收益率（百亿/km2）

弹性系数

保护效益弹性系数

物种价值增长率

物种价值波动率

物种密度波动率

生物值增量

贴现率

转换成本

最高转换速度

值

1. 000
0. 001
17. 10
0. 887
0. 250
0. 010
0. 100
0. 250
0. 012
0. 020
0. 000
0. 025

图2 单位面积生态价值Y关于生态保护区面积R的

自由边界曲线

Fig. 2 The free boundary of ecological value per unit area Y
with respect to the area of ecological reserve R

图3 土地总价值F (Y，R)变化图

Fig. 3 Land values as a function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reserve and area F (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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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或 R = 1处取得，意即，土地开发的最优决策是

取得生态保护用地与农业用地比例的平衡，这无

疑与现实是相符合的。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性

质，图 4给出了最优转换状态下（即达到土地价值

最大化的状态下），生态保护用地R*与单位面积生

态价值Y的关系。

基于图 4，可以根据实际单位面积生态价值 Y

以及生态保护区面积占比，判断当前处于开发不

足还是过度开发状态：当 Y较大时 （图中约大于

20），最优状态下 R* = 1，此时的决策是保持现有

的生态系统不变；当 0 < Y < 20时，有 0 < R* < 1，
且R*随 Y的增大而增大，即当生态价值比较大时，

更多地保护原有的生态系统是更优的决策，此时

若生态保护区面积位于曲线上方则意味着开发不

足，曲线下方则表示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据此

可以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4. 2 相关参数变化对模型的影响

由于模型中相关参数真实值不可得，为了更

直 观 地 展 示 参 数 取 值 的 影 响 ， 考 察 参 数

ϕ，m，α，σE，σC，k不同取值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4. 2. 1 农业效益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

的农地用途，即最佳单位土地回报率ϕ对模型结论

的影响，分别选取 ϕ = 10，17.10，30，40，得到模

型自由边界（见图 5）。由图 5可见，当 ϕ变大时，

自由边界上升，生态保护区更易向农业生产用地

转换。这一结论与现实相符合，即当农业回报率

上升时，人们更乐意开展农业活动，生态保护区

更易被开发为农业生产用地。图 6进一步对比了 4
种情况下解的性质。

由图 6中的 4小图对比可知，解的形式几乎未

发生改变，但土地的价值F会随ϕ的增大而整体增大，

表2 对应于不同生态价值 Y和不同生态保护区面积 R的土地价值 F（百万亿元）

Table 2 Land value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reserve land area
Y

119. 98
112. 06
88. 44
72. 636
61. 26
52. 476
45. 948
40. 512
36. 288
32. 592
24
18
15
12
9
6
0

R

1
19. 054
18. 142
15. 492
13. 785
12. 593
11. 695
11. 043
10. 509
10. 102
9. 750 6
8. 957 0

8. 425 3
8. 168 2
7. 918 3
7. 677 1
7. 447 4
7. 057 2

0. 9
18. 011
17. 189
14. 803
13. 265
12. 189
11. 38
10. 791
10. 31 0
9. 942 2
9. 625 7
8. 910 9
8. 433

8. 202 2

7. 978 2

7. 762 6
7. 557 7
7. 213 1

0. 7
15. 775
15. 147
13. 301
12. 094
11. 248
10. 612
10. 149
9. 771 8
9. 483 8
9. 236 1
8. 678 2
8. 306 9
8. 128 3
7. 955 7
7. 790 2

7. 634 1
7. 377 0

0. 5
13. 474
13. 031
11. 723
10. 861
10. 251
9. 788 3
9. 452 2
9. 178 6
8. 970 3
8. 791 5
8. 390 3
8. 125 0
7. 998 1
7. 875 9
7. 759 5
7. 650 6

7. 475 6

0. 4
12. 308 0
11. 955 0
10. 912 0
10. 223 0
9. 734 1
9. 362 2
9. 090 7
8. 869 6
8. 701 5
8. 557 4
8. 235 0
8. 022 5
7. 921 2
7. 824 0
7. 731 7
7. 645 7
7. 509 4

0. 2
9. 951 9
9. 776 1
9. 256 2
8. 912 6
8. 667 9
8. 481 0
8. 343 9
8. 231 3
8. 145 4
8. 072
7. 908 6
7. 802 1
7. 751 7
7. 703 6
7. 658 3
7. 616 6
7. 552 5

0. 1
8. 762 6
8. 674 8
8. 415 1
8. 243 3
8. 121 0
8. 027 4
7. 958 6
7. 902 1
7. 858 8
7. 821 6
7. 739 3
7. 685 8
7. 660 7
7. 636 8
7. 614 4
7. 593 9
7. 562 9

0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7. 566 4

图4 最优转换状态R*与单位面积生态价值Y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al transition state R*
and ecological value per unit are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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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农业效益的增加会使土地价值整体上升。

由图 7可得，最优转换状态曲线随ϕ的增大而

下降，对同一Y值，ϕ值越大，R*越小，即最优转

换状态下生态保护区占比面积越小，与图 5所得结

论，ϕ越大则生态保护区越容易向农业生产用地转

换的结论相符合。

4. 2. 2 生态保护区性质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由于

不同的生态保护区中保护效益弹性系数m取值不

同，为了考虑其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分别选取m =
0.15，0.25，1.0，并分析 3种情况所对应的自由边界

（图 8）。由图 8中可以看出，自由边界随保护效益

弹性系数的减小而上升，意味着生态系统越简单、

保护效益弹性系数越小，则需要更大的单位面积

生态价值才能使得最优转换速度为 0。换言之，生

态系统越复杂、保护效益弹性系数越大，土地处

于“继续开发”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小，体现了保

护效益弹性系数这一参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效应。

图 9进一步对比了 3种情况下解的性质，来判

断土地总价值受影响的情况。由对比可知，对不

同的m值，解的形式同样几乎未发生改变，F的价

值会随m的增大而整体减小，这意味着保护效益

弹性系数的增大会使土地价值整体减小，但这一

变化不明显。

同样地，图 10进一步展示了不同生态保护区

性质下的最优转换状态。由图中可得，最优转换

状态曲线随m的增大而下降。对同一Y值，m值越

大，R*越小，即最优转换状态中生态保护区占比

面积越小。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若生态系

统自身的m值变大，会导致最终土地整体价值变

小（见图 9），人们为增加土地的最终价值，往往

会增加农业活动的开展力度，这也就导致了

土地最优转换状态中生态保护区面积占比变小。

4. 2. 3 物种经济价值增长率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物种价值增长率 α对模型结论的影响，

本文分别选取 α = 0.01，0.012，0.015，0.021，得到

对应的自由边界曲线，见图 11。由图中可见，

当α > ρ，即当物种价值增长率大于贴现率时，自

由边界曲线始终趋向于无穷大。当 α < ρ时，自由

边界随物种价值增长率的增大而下降，物种价值

增长率增大时，处于“继续开发”的可能性越小，

此时，人们更倾向于保留原有的生态系统。

图 12进一步对比了 4种情况下解的性质，当

α < ρ时，解的形式未发生改变，解的大小随 α的

增大而整体增大，物种价值增长率变大会导致土

地价值的增长。当α > ρ时，解呈现负值状态。

图5 不同农地用途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5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agricultural land uses
on the free boundary

图6 不同农地用途下的土地价值

Fig. 6 The impact on land value of different agricultural land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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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 3种情况下的最优转换状态，见图

13。由图中可见，当 α < ρ时，最优转换状态曲线

随α的增大而上升，对同一 Y值，α值越大，R*越
大，即最优转换状态中生态保护区占比面积越大，

生态保护区不易向农业生产用地转换。当 α > ρ
时，最优转换状态曲线为0。
4. 2. 4 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的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σE对模型结论

的影响，本文分别选取 σE = 0.05，0.1，0.5，得到

对应的自由边界曲线，见图 14。由图中可见，自

由边界随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的增大而下降，物

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增大时，处于“继续开发”的可能

性越小，此时，人们更倾向于保留原有的生态系统。

图 15进一步对比了 3种情况下解的性质，可

以看到，解的形式未发生改变，解的大小随物种

经济价值波动率σE的增大而整体增大，但这一变

化并不明显。

图7 不同农地用途下的最优转换状态

Fig. 7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ϕ values

图8 不同生态保护区性质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8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nature of ecological reserves
on the free boundary

图9 不同生态保护区性质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Fig. 9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nature of ecological reserves on land value

图10 不同生态保护区性质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

Fig. 10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nature of ecological reserves

图11 不同物种价值增长率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11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growth rate of
species value on the fre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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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 3种情况下的最优转换状态，见图

16。可以看到，最优转换状态曲线随物种经济价值

波动率σE的增大而上升，对同一Y值，σE值越大，

R*越大，即最优转换状态中生态保护区占比面积越

大，生态保护区不易向农业生产用地转换。但这一

变化同土地价值的整体大小变化类似，没有明显变

化，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对土地

最终的最优转换状态没有太大的影响。

4. 2. 5 物种密度波动率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为

考察不同的物种密度波动率 σC 对模型结论的影

响，本文分别选取 σC = 0.1，0.5，1，得到对应的

自由边界曲线，见图 17。可以看出，当物种密

度的波动率较大时，自由边界上升，生态保护

区更易向农业生产用地转换。这是由于，当生

态保护区内物种密度波动率大时意味着生态价

值不确定性变大，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获取农业收益。

进一步考察 3种情况下解的性质 （见图 18），

可以看到解的形式和大小几乎未发生改变。

进一步考察 3种情况下的最优转换状态，见图

19，可以看出最优转换状态曲线几乎重合，这意

味着物种密度波动率 σC对最优土地价值和最优转

换状态没有明显影响。

4. 2. 6 边际转换成本对最优决策的影响 为考察

不同边际转换成本 k对模型结论的影响，本文分别

选取 k = 0，300，600，得到对应的自由边界曲线，

见图 20。由图中可见，自由边界随边际转换成本

的增大而下降，边际转换成本增大时，处于“继

续开发”的可能性越小，此时，开发土地成本上

图12 不同物种价值增长率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Fig. 12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growth rate of species value on land value

图13 不同物种价值增长率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

Fig. 13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growth rate of species value

图14 不同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14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volatility of economic value
of species on the fre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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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人们更倾向于停止土地开发，并保留原有的

生态系统。

图 21进一步对比了 3种情况下解的性质，发

现解的形式未发生改变，解的大小随边际转换成

本 k的增大而整体减小，但这一变化并不明显。

进一步考察 3种情况下的最优转换状态可以

看到 （见图 22），最优转换状态曲线随边际转换

图15 不同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Fig. 15 The impact on land value of different volatility of economic value of species

图16 不同物种经济价值波动率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

Fig. 16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volatility of economic value of species

图17 不同物种密度波动率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17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pecies density fluctuation
rates on the free boundary

图18 不同物种密度波动率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Fig. 18 The impact on land value of different species
density fluctuatio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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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k的增大而下降，对同一 Y值， k值越大，

R* 越小，即最优转换状态中生态保护区占比面

积越小。且当 k > 0时，R* = 0所对应的 Y值大

于 0，意味着，当边际转换成本增大时，单位面

积生态价值小于一定的正值时，土地的最优转

换状态 R*就为 0了，此时土地应该完全开发为农

业生产用地。

5 结 论

本文针对三江源地区“开发”与“生态保护”

的协调问题，构建了生态保护区土地资源开发最

优决策模型，并在土地开发过程不可逆、开发收

益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探讨了生态保护用地

的最优转换状态。相较现有文献，本文一是内生

化土地开发速度，将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

反馈机制纳入开发决策模型中，二是从实物期权

角度考察土地开发利用问题，考察了开发过程中

具有不确定性、开发决策取决于土地未来收益这

图19 不同物种密度波动率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

Fig. 19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species density fluctuation rates

图20 不同边际转换成本对自由边界曲线的影响

Fig. 20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arginal conversion cost
on the free boundary

图21 不同边际转换成本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Fig. 21 The impact on land value of different
marginal conversion cost

图22 不同边际转换成本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

Fig. 22 The optimal conversion state under different
marginal conversio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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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三是改进了Leroux, et al[18]提出的模型，采

用生态价值与生态用地面积的比值作为新变量，

并重新推导了相关边界条件，使得模型结论更加

符合现实：原模型所对应的最优转换状态只能在

土地开发的起点或终点取得，改进后的数值模拟

结果则显示，在三江源土地开发过程中存在一个

最优转换状态。此外，本文基于改进的模型提出

了稳定的数值求解方法，提高了数值计算的效率。

模型数值计算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土地开发的

最优决策是取得生态保护用地与农业用地比例的

平衡，并且随着单位面积生态价值的增加，最优

生态保护用地占比增加，农业效益、保护效益弹

性系数、边际转换成本的增加以及物种经济价值

波动率的降低会导致最优生态保护用地占比减少，

物种经济价值增长率的影响与贴现率的大小有关，

物种密度波动率的变动对最优转换状态的影响不

明显。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模型基本假设是由生态

保护区向农业生产用地的转换过程是不可逆的，

未来可以放松这一假设，考察土地转换过程是可

逆的情形，从而解决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措施的

最优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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